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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及存在的问题* ①

汤晓燕

【提要】 法国大革命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图像资料，19 世纪早期收藏家和艺术史学家就开始收

集编撰大革命图像资料。法国大革命的图像史研究至今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传统史书的插

图、独立成册的图像集以及专门的图像研究。伴随着文化史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兴起，以图像为主

要研究材料、采用文化史研究途径的革命图像史蔚然成风，为研究大革命时期民众心态与情感、政治

文化的形成与嬗变、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异性诉求等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但也暴露出图像生产

传播过程信息缺失及受众不明等诸多问题。目前，法国大革命图像史学家尝试通过打破学科壁垒、
连接图像史与传统政治史或社会史以及线上资源共享等方式来解决图像史发展中的问题。
【关键词】 法国大革命 图像 政治文化 民众心态 跨学科

近年来，国内外史学出现了逐渐扩大历史材料范畴的新动向，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使用图像等

原先不被视为严格史料的视觉资料，将它们作为历史分析的切入点，希望能从这些文字以外的资料

中探寻过去某个特定时代人们的观念、心态、信仰及想象。广义上的西方图像史研究，即收集、整理、
分析图像的工作，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开始。① 以图像为主要证据的史学研究，即真正意义上的图

像研究( iconographic analysis) ，按彼得·伯克的观点，或许最早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初对“贝叶挂毯”
的考察。他认为，图像史是真正把图像作为基础史料，以图像为研究切入点，由此提出新的观点，而

非用图像来佐证作者通过其他材料得出的结论。② 从其对图像史的界定可知，伯克认为图像史的核

心在于从图像出发提出新观点，图像史必须要对图像做深入研究。笔者认同伯克的界定，但应当看

到，图像的收集整理本身是图像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而且不同的出版物往往带有很强的倾向

性，这种倾向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图像史研究的范畴。更重要的是，不少以画册等图像整理形式出

版的学术作品中包含非常重要的研究分析成果，换言之，在某些研究者那里，图像的收集整理与图像

的分析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③ 所以，本文在关注图像研究的同时，也考察了图像的收集与

整理工作，将其作为图像史诞生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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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图像与政治文化研究”( 项目编号: 16BSS045) 的阶段性成果。
Cesar Ｒipa，Iconologie，Ｒome，1593. 此书整理分析了约六百个西方图像中常见的象征形象，在 17—18 世纪的欧洲被译为多国文

字，多次再版。
彼得·伯克:《以图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5 页。
例如，法国服饰博物馆研究员尼古拉·佩尔格兰 ( Nicole Pellegrin) 出版于 1989 年的《自由之服饰》( Les vêtements de la liberté.
Abécédaire des pratiques vestimentaires franaise de 1780 － 1800，Aix-en-Provence: Alinea) ，收集了大量革命期间的服饰图像，以此分

析政治事件或民众心态与服饰现象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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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史的兴盛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不过，在大量运用图像证据之前，我们首先需

要回答下述问题: 图像资料究竟能为历史研究提供哪些“更深层次的经验”? 如何才能准确解读图像

以把握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是否足以提出新的问题，或者对已有问题给出不一样的解释? 跨学科研

究路径能为图像史提供哪些帮助?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聚焦法国大革命研究领域的图像史发

展历程。近年来，大革命时期的图像研究作为政治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众多革命史学家关

注的议题。本文将从图像资料的基本状况、大革命图像史的兴起和趋势以及图像研究存在的问题等

几个方面进行概述，从而整体把握大革命图像史的现状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一、法国大革命图像资料馆藏分布与编撰出版

据法国革命史学家克洛德·马佐利克( Claude Mazauric) 估算，目前留存的大革命时期的各类图

像资料数量大致有十二万种左右，其中包括版画、水粉画、水彩画、油画以及各种器物上的图像。另

一位法国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初步统计，55% 的大革命图像资料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图像部所收

藏，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德万科收藏品 ( collection de Vinck) 、埃南收藏品 ( collection Hennin) 以及以

QB1 为序列号的馆藏。巴黎卡尔纳瓦莱博物馆所收藏品大约占总数的 20%，其中有相当规模的大革

命时期的器物，如人物胸像、瓷器、徽章、钟表、首饰盒以及各类武器等。① 此外，卢浮宫、凡尔赛等国

家博物馆中也藏有大约 10%左右的图像资料，如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官方画家大卫的许多作品便由卢

浮宫收藏。另有一些特殊机构的相关藏品约占 10%。例如巴黎著名的普罗可布咖啡馆也收藏了不

少大革命时期的版画及餐盘，作为装饰品展出的数量就有近百件之多。最后，外省博物馆大概收藏

有 5%的图像资料，其中又以坐落于维兹( Vizille) 的法国大革命博物馆的藏品最为丰富。
概言之，图像资料主要保存在巴黎，外省藏品相对而言数量较少，其中部分藏品源头事实上也来

自巴黎。在外省藏品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特殊的物品，如内韦尔博物馆所藏的大革命时期的

瓷器。② 革命动荡年代，以贵族或上层资产阶级为主要客户群的法国瓷器行业遭遇巨大危机，许多瓷

器产地一蹶不振，但内韦尔地区的瓷器工厂却以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廉价产品得以幸存，这些留存至

今的瓷器上的图像成为非常宝贵的研究材料。
不过，林·亨特指出，法国研究者关于现存革命图像数量统计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他们只是针

对法国的藏品; 其次这些藏品之中有不少是复制品; 更重要的是，革命图像种类繁多，除了最常见的

版画、大型油画、肖像画、瓷器等外，还有扑克牌、游戏用具、日历、地图、各类服装、钟表、鼻烟壶、信纸

花纹，等等，所以她认为，大革命时期图像的确切数量，至今是个未解之谜。③

虽然图像的总数不可知，但对它们的收集整理工作早在 19 世纪大革命结束之后不久便已开始。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曾担任比利时驻巴黎外交官的德万科男爵( Eugène de Vinck，1823—1888 年) ，

他收集的图像资料种类繁多，既有大量讽刺版画，亦有人物肖像与风俗场景画。收集这些图像资料

的初衷是为了“不仅仅在历史学家带有倾向性的叙述中，而是在当时的版画中，寻找人物和时代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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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Vovelle，Images et récits de la Ｒévolution franaise，Tome 1，Paris: Messidor，1984 － 1989，p. 14.
Michel Vovelle，Images et récits de la Ｒévolution franaise，Tome 1，pp. 14 － 15.
Jack Censer and Lynn Hunt，“Imaging the French Ｒevolution: Depictions of the French Ｒevolutionary Crowd”，The 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Vol. 110，No. 1，2005，pp. 38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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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从而初步获得历史的真正哲学”; 正是因为重视这类反映时代特征的图像所蕴含的丰富意

义，德万科全身心地投入到图像收集研究工作中，他最关注的便是他认为在法国历史上决定了现代

社会演变的时代: 大革命时代。① 德万科之子卡尔·德万科 ( Le baron Carl de Vinck de Deux Orp，

1859—1931 年) ，于 1906 年把他父亲与他自己花费毕生心血从欧洲各地收集的与法国历史相关的

28000 种图像藏品共 248 卷，捐献给法国国家图书馆，时间跨度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直至巴黎公社，

其中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有 9000 种，不少图像极有可能已经是孤品。正因为德万科父子的收集与整

理，这些极其珍贵的图像资料才得以流传至今，否则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无

缘得见后世的研究者。
除了德万科家族以外，法国收藏家米歇尔·埃南( Michel Hennin，1777—1863 年) 亦对收藏革命

图像具有突出贡献。这位伏尔泰好友之子收集的法国历史图像资料有 169 卷之多，内容从克洛维到

第二帝国，总数达到 14807 种。他于 1863 年把相关藏品捐赠给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料编号为

Qb201—Qb369。② 其中关于大革命时期图像的收藏数量达到 4000 种。与德万科一样，埃南借助外

交官的职业便利，收集了当时相当数量的欧洲其他国家关于法国的版画，成为研究历史上他国如何

看待法国的不可多得的图像资料。目前，这两个最重要的大革命图像资料库均属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版画部所有，法国国家图书馆在线系统 Gallica 可检索到这两个庞大图像资料数据库的电子版以及每

幅图像实际尺寸、创作年代等相关信息。
基于这些宝贵的图像资料，法国国家图书馆版画部编撰过多部清单。埃南藏品有一套五卷本的

清单。③ 关于德万科藏品，除了男爵自己整理过一份两卷本的目录清单外，版画部于 1909—1955 年，

出版了九卷附有详细说明的德万科藏品清单( 原计划要出十卷，未完成) 。清单内容按藏品编号依次

进行说明，包括版画的尺寸、作者、作者师承关系、涉及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依据的原图像信息

及作者、收藏所在以及相应编号，甚至具体到图像中人物所穿服装是不是创作者的想象等非常具体

的信息。这些信息对深入研究德万科藏品中的图像资料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在 19 世纪早期，研究者便已开始在革命史中采用图像作为插图或将其整理编撰出版。插图与

画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图像研究，但它们却是图像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工作。而且作为完整的图像

史，插图与画册本身在某个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出现、运用及其传播，也非毫无研究价值。在图像引起

大革命史研究者注意之前，大量的图像资料都只作为插图形式出现在史学著作中。早在 19 世纪上

半叶，梯也尔再版多次的《法国大革命史》中已经出现大量插图。20 世纪 80 年代末，时逢大革命 200
周年纪念，涌现了一批插图版的大革命史著作。例如，理查·科布与科林·琼斯编撰并出版于 1988
年的《法国大革命的声音》，④全书收录了 171 幅图像。让·蒂拉尔主编并出版于 1989 年的《新巴黎

史: 大革命卷》⑤亦是以编年体的方式集中讲述 1789—1799 年的巴黎史，其中收录了 218 张插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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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de Vinck de Deux-Orp，Collection De Vinck: inventaire analytique. Tome Ier，Ancien Ｒégime，［rédigé］ par Franois-Louis Bruel，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 France) ，Département des estampes et de la photographie，1909，Préface.
Carl de Vinck de Deux-Orp，Collection De Vinck: inventaire analytique. Tome Ier，Ancien Ｒégime，Introduction，p. XXVI.
Georges Duplessis，Inventaire de la collection d＇estampes relatives à l＇histoire de France léguée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 M. Michel
Hennin，Paris: H. Menu，1877 － 1884，5 Vols.
Ｒichard Cobb，Colin Jones，Voices of the French Ｒevolution，Harpercollins，1988．
Jean Tulard，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La Ｒévolution，Paris: Hachette，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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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编年史出版社于 1988 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编年史》①，别出心裁地以报刊集的排版方式介绍法

国大革命，收录了约 1700 张插图，并且此书所选图像的范围不局限于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而是尝

试全面地展现当时社会整体风貌，从巴黎到外省，从重大政治事件到期刊杂志上的逸闻琐事，从各个

角度呈现普通人在历史特殊时期的日常生活场景以及当时非政治领域的大小事件与相关人物。这

类出版物面向普通大众，插图为读者提供了生动的场景与直观的画面。此外，作为通俗读物的插图，

不同时代不同作者所选取图像的相异性日后也成为图像研究的一个角度，换言之，带有明显倾向性

的图像选择本身便蕴含着可供解析的研究议题。法国学者雷米·马莱便以此为切入点对 19 世纪上

半叶大革命的史学著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比较研究。②

如果说图像资料作为插图还停留在佐证文字的初级阶段，那么对它们进行梳理与编撰，以画册

的形式出版则是后续研究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19 世纪的图像画册编辑者已具有将图像视为另一

种历史证据的意识，在他们的著作中，不难看出作者有意识地选取那些最能体现其自身观点的图像

资料。到 20 世纪，以米歇尔·伏维尔为代表的图像研究者，已完全把图像视为研究大革命不可或缺

的重要资料。他认为，大革命时期的图像研究已有不小的进展，他主编的画册正是图像研究工作的

阶段性总结。③

有关大革命图像史中的画册，值得关注的作品是阿尔芒·达约( Armand Dayot) 出版于 1889 年

的《法国大革命》、菲利普·萨尼亚克( Philippe Sagnac) ④和让·罗比凯( Jean Ｒobiquet) ⑤出版于 1939
年的《1789 年的革命》，以及伏维尔出版于 1989 年的《图像与叙述》。达约的《法国大革命》是在纪念

大革命 100 周年之际出版的，其中收录了约 2000 张图像，以时间为轴，从路易十六的统治讲述至“雾

月政变”。达约出版该画册是为了向读者介绍用图像记录下来的大革命历史，这是不同于文字材料

的另一种宝贵材料，这些图像能告诉读者，即便在大革命那样动荡的年代，画家、雕塑家、版画家以及

手工艺人依然用他们的才华真实地记录、描绘着周遭事件。萨尼亚克说，法国大革命研究的每一次

推进都离不开新史料的发现与运用，至今尚有许多隐藏的资料等待被发掘，大革命时期的图像资料

便是其中极其重要的部分。⑥

大革命 200 周年之际，全世界出版了大量纪念文集与画册。正如波克金所言，“历史学家和艺术

学者越来越意识到，视觉形象对于我们身处世界的重要性，他们发现革命图像是研究那个时代世界

观的丰富新资源。目前对革命图形艺术的学术热情是最近出现的现象”。⑦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伏维

尔的《图像与叙述》。身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法国大革命史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⑧伏维尔对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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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Nevin，Ｒobert Maillard，Chronicle of the French Ｒerolution，Chronicle Pubns，1989．
Ｒémi Mallet，“L＇iconographie de la Ｒévolution Franaise dans les livres d＇histoire du XIXe siècle”，Les Images de la Ｒévolution franaise，
Volume présenté par Michel Vovelle，Actes du Colloque des 25 － 27 Octobre 1985，Sorbonne，1988，pp. 339 － 362.
Michel Vovelle，Images et récits de la Ｒévolution franaise，Tome 1，pp. 16 － 17.
萨尼亚克( 1868—1954 年) 是法国历史学家及作家，曾任巴黎大学文学系法国大革命史讲席教授，1932 年创立巴黎大学法国大

革命研究中心。
罗比凯( 1874—1960 年) 是法国艺术史家和博物馆管理员，1919—1934 年任卡尔纳瓦莱博物馆首席管理员。
Philippe Sagnac et Jean Ｒobiquet，La Ｒévolution de 1789，Des origines au 30 septembre 1791，2 Tomes，Paris: Les éditions Nationales，
1934，Préface.
Jeremy D. Popkin，“Pictures in a Ｒevolution: Ｒecent Publications on Graphic Art in France，1789 － 1799”，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24，No. 2，1990 － 1991，p. 251．
伏维尔 1982 年接替索布尔成为巴黎索邦大学法国大革命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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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图像资料相当重视，他不仅为《法国大革命的图像》①这部收录近四十篇有关大革命图像研究的论

文集作序，还主编了五卷本的《图像与叙述》。这部著作可谓大革命画册的集大成者，全册共 1780
页，以时间为轴，从 1787 年的“显贵会议”开始到 1799 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为止。此书共收录

120 名作者约 3000 幅图像资料，居于现有大革命画册数量之冠。第五卷末尾还附有 120 名画家或版

画师的生平简介，这是大革命时期的图像研究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除了传统版画、油画、肖像画、水粉画以外，《图像与叙述》的编者还把 1790—1793 年大量出现的

其他种类图像也收入其中，如徽章、首饰、瓷器、扇面等，还有专门的章节描绘“革命陶瓷的黄金年

代”。除了数量与种类让人叹为观止，与此前插图式历史( histoires illustrées) ，即图像只是历史叙述

的注释与说明这样的传统路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编者希望“让图像自己说话”，不仅重要的图像都

附有详细的背景介绍，而且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编者都以不同的图像加以展示，让读者能

够体会到当时人的不同视角。例如，表现联盟节的图像，并不从审美的角度或者典型性的出发点来

加以选择，而是试图展现总体性的交叉视角，尽可能贴近乃至重建当时人的视界。
值得一提的还有同期出版的安托万·德巴克的《革命漫画》②和克洛德·朗格卢瓦的《反革命漫

画》，③它们是作为一套书的两册发行。两位作者不仅介绍了大革命年代讽刺漫画的惯用手法和意

义，而且着重分析讽刺漫画这一极具时代特点的文化产物与民众心态之间的复杂关联。他们认为，

政治漫画并非观念的简单投射或者民众态度的体现，而是时代政治想象经过精心编码的寓意性表

达。这套作品弥补了此前研究者多关注革命讽刺漫画而忽视大革命时期存在大量反革命图像的不

足。在此书中，读者会看到，保王派不仅在图像宣传上远远滞后于革命派，并且他们的作品往往集中

攻击特定个人，而革命漫画则关注社会群体，两者的宣传方式大相径庭。④

大革命 200 周年纪念时期出版的许多画册都是依托当时举办的各类展览。这类展览不仅在法

国进行，也在拉芒什海峡的对岸举办。例如，大英博物馆于 1989 年举办了展览，据此出版的画册《法

国大革命: 英国视角》成为研究大革命时期其他国家如何用图像描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参考

资料。由此可知，大革命 200 周年前后出版的图像集，表面上看似依旧沿袭了 100 年前达约的编排

形式，但是在内容上，主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收集整理图像并按时间顺序排列，他们用图像来展现关

于大革命的全新视角。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编撰者身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艺术史学家到革

命史学家，这无疑意味着有关图像自身的正式研究已拉开了帷幕。

二、大革命图像史研究的兴起

19 世纪的大革命史研究，是梯也尔、基佐、米什莱等人主导的政治史研究，20 世纪社会史与经济

史也随之兴起，但大革命图像史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发轫。法国大革命研究领域真正的图像

史，即通过图像分析来研究革命时期不同力量的对抗、不同群体的张力以及由此探究当时各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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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群体的心态意图，需要等待文化史兴起的带动。
大革命图像史的第一阶段代表人物是法国史学家莫里斯·阿居隆与林·亨特。1979 年，阿居隆

出版了《战斗的玛利亚娜: 1789—1880 年共和国的图像与象征》。① 虽然此书主要围绕着 19 世纪展

开，但第一章便重点分析 1789—1830 年间玛利亚娜的形象，作者详细论证了革命者如何运用符号及

图片作为传播政治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此书表明，法国大革命图像史正式登上了研究舞台，在文化

史尚未蔚然成风之际，阿居隆的图像研究已为政治文化史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路径。苏迪·哈扎里辛

格把这一路径称为“政治符号体系的历史”，将其归为政治文化史的五大类之一。② 著名革命史学家

阿兰·科班亦给予阿居隆的图像研究高度评价，他说，当研究 19 世纪的历史学家越来越被行政、诉
讼与司法等档案材料所囚禁，阿居隆的研究却开启了一个此前被忽视的领域。③ 从“法国的共和象

征为何是一个女性?”这个看似简单却不易回答的问题入手，阿居隆细致分析了作为共和国象征的玛

利亚娜如何从最初的代表自由一步步脱胎而成为共和国的象征。作者从分析图像材料入手，结合大

量文字史料，详细分析特定的女性形象如何与一系列抽象概念发生连接，向读者展现在社会政治力

量与政治事件的形塑之下，某一特定形象与其承载的象征意义如何经历了多次改变之后才最终确

定下来。此书一经发布，引起广泛关注，许多评论者与科班一样，认为阿居隆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

究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时代。随后的图像史研究便如同雨后春笋，尤其是大革命 200 周年纪念活动

前后出现一大批相关著作或论文，并在此后始终保持着持续的热度。例如，即便是阿居隆已发表

长篇著作及数篇论文的“玛利亚娜”形象，至今仍有学者可从中找到新的研究议题。2012 年，法国

学者埃娃·巴洛便对大革命时期戏剧舞台上女英雄形象展开讨论，认为这些女英雄的形象是抽象

的玛利亚娜在舞台上的具象呈现。④

大革命图像研究的另一位开拓者是美国著名的大革命史专家林·亨特，她在 1982 年发表了《赫

拉克勒斯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图像》一文。如果说阿居隆研究的是大革命中最重要的女性形象

即象征共和的玛利亚娜，那么，林·亨特文章关注的是革命时期最重要的男性形象即象征人民的赫

拉克勒斯。作者借由对赫拉克勒斯形象的分析，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的观点，即所有政

治权威都需要一个“文化框架”，而所有文化框架都需要一个“神圣中心”( sacred centre) 。林·亨特

说，旧制度下的国王身体是这一中心的体现。挑战了这一制度的革命者虽然在政治上义无反顾，但

在“传统”的文化框架面前却犹豫不决。如果要彻底与消除旧制度紧密联系的象征体系，是否亟需建

立全新的文化体系? 这个文化体系又应当是何种面貌? 是否必须有人格化的雕像或图像来体现共

和国的精神与美德? 围绕着这些问题，革命代表们并不能达成一致。林·亨特注意到，革命初期，有

观点认为以“理性与自然为基础的新政权并不需要用图像隐喻，清晰的文字阐述与公众讨论才是恰

当的方式”。⑤ 由于君主制与天主教均拥有源远流长的图像体系来承载与传播相应的政治、宗教与

001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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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观念，因而新制度并不愿意继承这套文化框架体系，革命者希望能够彻底打破运用图像隐喻来

叙述政治权威的文化框架，构建基于理性与自然的全新的政治权威逻辑，而新的政治权威逻辑依靠

的是清晰明确的语言( 文字与演说) 而绝非意义模糊的图像。换言之，图像作为政治表达的文化框架

模式，在革命初期曾经一度遭遇危机。这也与启蒙运动反宗教、反对偶像崇拜思想一脉相承，革命爆

发之后便成为一种极端的反圣像思潮。① 这也直接导致了大革命时期无数教堂雕像被损毁、国王们

的塑像被拆除。然而随着革命的进程，大部分革命者很快意识到，无论是在辨识度、大众性和持久性

等各个方面，图像传播革命理念远比文字快速有效得多。于是，原有的文化框架中的图像模式依旧

被革命者所继承，问题的核心转为需要用一套新的隐喻体系来替代旧制度的君主制叙事模式。革命

者最终选择了古希腊神话中桀骜不驯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来代表人民的形象，孔武有力的赫拉克勒

斯手持狼牙棒，脚踏铁链，象征着冲破旧制度枷锁的人民。
除了林·亨特以外，关注赫拉克勒斯形象的还有法国学者让·贝扎克。他发现这一形象在革命

初期、革命最激进的年代以及后革命时期其实有着细微的差别，这使得图像要表达的寓意迥然不同。
革命初年，图像中的赫拉克勒斯正在用力拆毁一捆束棒。借鉴自古罗马的束棒是大革命时代的常用

象征符号，意味着法律与秩序。正在拆毁束棒的赫拉克勒斯显然就是法律与秩序的对立面，具有破

坏性的野蛮力量。革命高潮时期，赫拉克勒斯的形象转变为头戴自由帽，脚踏着海怪，或是手持狼牙

棒，踩踏着铁链。此时的赫拉克勒斯是人民力量的象征，他以自由之名打破旧制度的束缚，把邪恶的

君主制( 海怪) 打翻在地。此阶段是赫拉克勒斯图像流传最广泛，数量最大的时期。到了督政府以及

拿破仑统治时代，这一象征着底层民众力量的大力神形象逐渐销声匿迹，恢复秩序的年代不再崇尚

难以控制的脱缰野马般的民众力量。结合时间进程与政治事件的分析，作者看到同一形象在不同政

治需求之下演化出多种变体，添加或删减象征元素的细节为了强调或弱化某些理念，直至全然改变

象征形象此前被赋予的寓意，这背后的推动力则是革命时期图像的产生传播与政治力量变化以及相

应所需政治宣传之间紧密的关联。②

无论是阿居隆还是林·亨特，他们的研究都表明，当时的革命者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图像的重要

作用，联系当时民众的识字率以及法国文化传统中图像与象征体系的重要地位，革命者显然无法忽

视图像相较于文字在塑造与传播新的价值理念过程中的优势。大革命图像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展现

了被以往研究忽视的图像在革命时期的重要作用，它们在不同阶段的变化都是与革命进程的不同特

点相关联。而且，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清晰体现出图像研究须基于对 18 世纪法国不同社会群体的

心态情感做相应的具体分析。不过，此阶段研究较多关注精英阶层制造出来的图像，玛利亚娜和赫

拉克勒斯都是抽象寓意的人格化、具象化，而当时大量价格低廉的在普通民众中流传的图像，尚未引

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第一批图像史著作或文章发表之后，图像史成为大革命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部分。经过各国学者 20 年的探索与耕耘，大革命图像史在 21 世纪初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涌现

出一批高质量的杰作。
美国学者琼·兰德斯在 2001 年发表了重要著作《国家的视觉化: 18 世纪法国的性别、表象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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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① 兰德斯试图解决一个悖论，那就是为何革命者竭力主张将女性限于家庭私域，与此同时却

存在着大量隐喻性女性图像，为国家及其机构这些最高公共生活形式而矗立? 通过分析当时近百张

用以塑造国家理念的图像，作者展现出特定的女性形象在建立抽象国家概念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

用。兰德斯大量借鉴了艺术史的理论，从图像的构图、内容到它们所出现的印刷物种类等多个层面

进行细致分析。她致力于发掘视觉文化与政治之间的互动，论证了图像如同言辞，有自己的政治立

场，并且有能力去说服人们。② 此外，她尤其强调在使用图像材料的时候，不把它们看成观念的说明

或者印刷材料的补充，而是有它们自成体系的逻辑、运作方式以及影响能力。兰德斯批评法国大革

命史修正派过于强调文本与言辞的权威而忽视了图像及观看的影响与效果。③

虽然兰德斯如此重视图像的作用，但她并不像此前的图像研究者那样仅仅把目光集中在图像内

容分析之上，该书第一部分不仅涉及大革命之前法国启蒙时代关于图像观念的讨论，也具体分析了

该时期图像产品的生产流通，这意味图像史研究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图像研究与思想史及社会经

济史结合在一起。有评论者指出，兰德斯在分析图像的时候大量采用了文字材料予以佐证，恰好说

明对于前者的分析与阐释离不开后者的支撑。④ 当然就此书主旨而言，即关于革命时期图像究竟在

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革命群众的形成以及是否构成政治论战的核心，兰德斯的结论尚有进一步讨论的

空间。
女性史与图像史差不多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兴起。图像研究对于女性史具有特殊意义，

因为女性史研究者长期囿于文字材料的匮乏，图像资料的采用无疑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的生命

力，林·亨特关于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图像阐释便是其中典范。林·
亨特在她的《法国大革命的家庭罗曼史》中详细描绘了旧制度末年已经出现、革命时期达到高峰的有

关损毁王后形象的各类民间图像。在这些图像中，王后被塑造成一个欺骗国王、贪婪、荒淫、浮夸、奢
靡的外国女性。作者的意图并非探究这些指责的真实性，而是分析从中传达出来的民众对于王后的

严重敌意以及对国王的轻视。这透露出旧制度末年王权权威消失殆尽、民众反对王室、厌恶女性涉

足公共领域的集体心态。图像不仅成为研究分析当时社会政治观念变化的途径，也成为解读 18 世

纪下半叶法国民众关于性别秩序观念的钥匙，以全新的角度阐释政治与性别的关系。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金德尔伯格也从图像与文本角度，分析刺杀马拉的凶手即夏洛特·珂黛

( Charlotte Corday) 的形象在大革命时期的流传。她发现，作为杀害被称为“人民之友”的马拉的凶

手，珂黛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却并没有被塑造成凶神恶煞的样子，呈现在大众面前的珂黛形象在大

多数情况下被强调刻画的是美丽与坚毅。作者认为，这样的形象说明当时民众对于革命的态度已经

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的举国欢庆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同时也说明女性虽被排斥在实际的革命行动之

外，但在文化生产领域，女性的态度与情感并没有缺失，珂黛无疑是女性投身革命、从旁观者变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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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和“行动者”的化身，是她们集体自我想象的投射。①

在女性史学者使用图像材料分析特定时代社会政治权力与性别之间的复杂关系之际，另一些研

究者则继续把图像与具体史实事件相结合。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理查德·瑞格利。他于

2002 年发表了《外表的政治: 革命法国的服装表象》。② 通过分析具体事件揭示出很多关于大革命服

饰的“套话性”误解，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大革命服饰认识上的误解。他说，革命服饰的流传远没

有通常假设地那样广泛，而是被严格地限制在某些特殊场合，比如政治俱乐部的会议，或是节日庆祝

仪式，它们更像是仪式物品。瑞格利的研究建立在大量的图像、会议记录、回忆录及他人的研究成果

之上，从个人与集体两个层面展开，详细探讨个人的服饰如何转变为大众的革命象征，同时涉及这种

转变过程中的各个事件、各种讨论等相关环节，以求完整地阐释革命的政治文化如何通过修辞与合

法化表现在日常经验之中。相较于此前相关成果，瑞格利的研究更为扎实、丰富，既弥补了此前服饰

史学家偏重史实忽略文化分析的缺点，又弥补了林·亨特的解释所依靠的史料略显单薄的遗憾。
不过，随着图像研究深入到第二阶段，林·亨特等第一代图像史学家也开始关注涉及底层民众

的图像资料，把分析特定群体图像与具体的政治事件、政治力量变化紧密结合。亨特在 2005 年发表

的文章便是从图像材料入手研究大革命时期人们看待民众的态度。③ 正如她指出，专门研究大革命

群众的英国史学家卢卡斯( Colin Lucas) 从革命者的行动以及公开的发言去分析他们对于民众以及

民众暴力的看法，但是卢卡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只有保守派们才会如实表达他们对民众的真实看

法。为了解开政治言论的迷雾，林·亨特的研究团队通过细致分析 42 幅大革命时期描绘暴力与民

众的图像探寻从图像视角进行研究是否能有新的发现。团队中的艺术史学家维维安·卡梅伦的研

究成果非常具有代表性。通过考察图像作者如何呈现暴力的表现形式，卡梅伦发现，图像中表现出

来的暴力可以具体分为五种类型: 象征性暴力、参与暴力、串通一气的暴力、先行暴力和仪式化的暴

力，而这些表现形式背后无疑是作者看待民众暴力的不同态度。④ 塞瑟和林·亨特的文章也支持上

述结论，因为暴力通过各种视觉手段表现出来，所以图像如何刻画暴力的倾向性就变得很重要。他

们发现，巴士底狱陷落的版画很少直接描绘暴力场面，各类版画的作者很少用血腥场面来展现这一

场景，说明创作者对暴力的态度非常克制与审慎。而当描绘民众暴力的场面无法避免时，譬如在富

隆及其女婿被杀的图像中，就会强调民众暴力中“残忍”和“残暴”的一面。而且卡梅伦注意到，法国

版画师并没有像英国同行那样表现底层民众行动的传统，在 18 世纪的法国版画中，民众往往只是以

街头小贩的静止形象出现。因而当版画师不得不去刻画民众的行动之际，后者的形象往往显得模糊

且程式化。这种对民众及其暴力行为在图像中的处理手段表明，版画制作者对于行动起来的民众群

体的疏离与陌生感，对于革命暴力的戒心。⑤

描述群体暴力的整体效果上的差异以及它们与相互竞争的政治立场之间的联系，无疑为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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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把握革命精英看待民众暴力时那种摇摆且暧昧的态度提供了全新的途径。这类微妙的心态

在传统文字材料中可能很少见诸笔端，但在图像中却可一览无余。而把具体历史事件引入图像分析

之中，细致观察文字材料所叙述的事实如何呈现在视觉图像的场景描画之中，则使得图像作者的意

图能够更清晰地展现出来，图像成为不同于文字材料的另一种态度表达。
大革命图像研究中，除了上述以图像资料作为分析手段或者切入视角的路径以外，另有学者致

力于考察当时人如何看待图像这一特殊文化产品。因为只有准确把握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人们对于

图像的基本态度，才能讨论与分析该历史环境中的图像产品与政治事件及民众心态之间的关联，而

且某一时代的人看待图像作品本身的态度也可以鲜明地体现出时代思想的烙印。在这个研究方向

上，德巴克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发表于 2003 年的一次访谈中详细谈论了这一问题。德巴克认

为，法国人从近代早期开始就关注图像的社会政治以及宗教功能，宗教改革期间已经因圣像问题展

开了激烈的论争，法国的精英无法就图像的空间、位置以及实践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一致。而这一论

争实际上牵涉的问题是政治。针对大革命时期的图像，德巴克提出，大革命时期延续了法国文化中

关于图像问题的争议，部分激进革命者认为不仅应当销毁用以宣扬君主制思想的图像作品，而且图

像易激发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非理性群众的情感，而情绪的符号及修辞与革命

推崇的简单明了的纯净风格是相背离的。另一部分革命者，如大卫等人则坚信，革命最终还是要依

靠在表象也就是通过在意义中真正自我确立而赢得胜利，革命本身也须使用图像这种通俗易懂且易

传播流通的宣传手段来扩大革命理念的影响。因而，革命者“不仅要使用图像，而且要规范、引导图

像并再造它们使其更有效”。① 法国学者爱德华·鲍米耶同样关注革命与艺术的关系，他的《自由的

艺术: 法国大革命的教义与论争》一书围绕着 1790 年开始的关于圣像破坏者以及爱国者的讨论展

开，他发现这一讨论充满了矛盾与含糊，是否要保存过去的艺术作品? 其合理性是什么? 反复的论

争恰好证明人们对此的困惑与纠结。② 考察特殊历史时期艺术家、艺术作品以及艺术文化的整体走

向或许只是法国大革命图像史的一个分支，但这无疑也是文化史、政治史与艺术史之间进行交叉研

究的必经之路，由此可更准确地把握艺术发展的自身逻辑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关联，探求政治社会变

迁是否会影响甚至改变艺术趋势这一关键问题。
大革命图像史目前已经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法国著名革命史学家米歇尔·比亚尔是其中的

代表人物。他于 2017 年和 2018 年连续出版了《幻想中的地狱与法国大革命》和《受难与荣耀》两部

著作。③ 在这两本书中，比亚尔把大革命时期的图像研究推进到一个更纵深的层面。与此前的图像

研究相比，在详细分析图像本身蕴含的政治寓意并且紧密联系现实局势变动的同时，比亚尔把大革

命时期的图像放置到法国历史上相关图像的谱系之中去考察。换言之，比亚尔不再把大革命时期的

图像视为特定时空中一系列孤立的视觉表象，而将它们看成历史图像脉络中的一段。例如，当作者

考察大革命时期的地狱与天堂场景时，回溯到启蒙时代乃至 17 世纪的图像艺术中类似场景的表现

手法，并将其与大革命时期的图像进行比较，使读者能够清晰看到同样的图像元素，在大革命的语境

之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比亚尔看来，只有细致入微地捕捉到这些图像符号所发生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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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并且结合文本材料以及相关联的社会政治史实，才有可能更精确地把握革命理念如何在图像

中体现、人们如何通过图像来重组甚至更改传统意义符号、图像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比亚尔的研究还突出强调了一点，那就是大革命时期图像所形成的话语表达体系也与其他政治文化

一样对后世影响深远。《受难与荣耀》一书的后半部分分析了大革命时期大量的受伤战士不顾及自

身安危的图像，英勇的战士的英雄形象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为法国现代政治文化中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大革命图像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前景

大革命图像研究持续了将近四十年，研究成果颇丰，但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大革命图像史自身

的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某些缺陷或许是所有图像史共有的弱点，①另一些则与大革命这一特定历

史环境相关。林·亨特在 2005 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大革命图像研究存在的几个关键问题并提出

了相应的对策。② 笔者结合她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来讨论这些缺陷。
首先，涉及样本量的问题。前文已述，革命图像现存数量庞大，且分散在各个图书馆、博物馆、私

人收藏之中，很难确切地全面整理与统计，这就导致了研究者选取某一类型或者主题的图像进行相

关研究的时候，会被质疑样本量大小是否合适的问题。例如林·亨特等人进行的关于民众图像的研

究，学者们从数千张图像中挑选了三四十张较为典型的图像资料加以细致分析，那么研究者如何能

保证自己选取的图像具有典型性? 是否可以代表那些没有被关注到的图像?

其次，关于图像的接受层面，即受众情况，目前的研究对此关涉极少。可以确定的是图像的目标

消费群是复杂多样的，各类印刷精美的图像面向收入较高阶层; 最便宜的劣质印刷图要价只有 10 个

苏，底层手艺人每天收入是 20—50 苏，可见这类印刷品价格之低。但低价图像并不一定面向最底层

民众，因为当时的报纸价格更低，每份只需要 2 苏。所以林·亨特认为，想把某类图像的受众与特定

群体连接起来并不容易。此外，现存大量图像只有极少数有署名，即便标注了手艺人或印刷者姓名

的案例，在当时紧张的政治局势下，不少是虚假信息。这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挖掘可靠的史料来进

行论证。
再次，大革命时代图像还存在有关时效性问题。革命时代的政治变迁与社会动荡往往瞬息万

变，需要创作与生产时间的文化艺术作品对此难以避免带有滞后性。正因如此，当时大型油画等传

统艺术品数量较少，相当数量的作品在其创作过程中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因此不得不半途而废或者

更改最初的创意设想; 另一方面，即便是出售给较低阶层的图像产品，如家用陶瓷以及价格低廉的版

画，它们从刻版、制作到销售依然需要不短的时间，不能像文字印刷品那样在事件发生之后的短短几

天之内就见诸于众。倘若贸然从图像制品标记年代出发对其加以研究分析，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
这一点目前看来尚无妥善解决措施。

最后，使用图像资料，除了体量庞大、资料分散、相关的作者与受众等重要信息缺失问题之外，它

还对历史研究者提出了其他知识与技能的要求。林·亨特认为，阅读图像就像阅读文本一样需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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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这一技能包括辨别出常用类型与技巧、熟知那个时代被广泛接受的象征意义、某个版画师或者画

家特有的视觉表现手法及其变化; 尤其要注意个人的政治倾向与整体形势都会在图像生产过程中起

作用。不少研究者都意识到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 如何能够毫无歪曲地重构 18 世纪末巴黎人的想

象? 如何从时人心领神会的图像细节处理中准确地区分叙述性的图像和暗含贬义的图像之间的细

微变化? 图像资料中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克服或者跨越，或许只是暂时绕过去了。①

针对这些问题，林·亨特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首先，在图像资料大规模电子化、网络化的今

天，检索与挑选合适的研究图像，尤其对近似图像进行比对与分析，需要研究者进行团队合作，仅靠

个人很难完成这一海量工作。亨特主导的关于民众图像的研究便是团体合作项目。其次，应当开放

关于图像研究的讨论，让更多人能接触到这些图像以及相关的研究，超越历史学家或者艺术史学家

独自工作的传统模式。图像研究目的不仅是介绍与传播图像，而且是通过对它们的分析研究提供一

条通向大革命政治核心方向的路径，以及强调学术分析的多样性。谈及对图像的检索与对比，亨特

认为，图像的电子化使得把处于不同时空的图像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成为可能，而且由于网络的作用，

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讨论，甚至发现专业研究者忽视的问题或者线索。
笔者认为，亨特提出的应对方案略有隔靴搔痒之嫌。一方面，图像资料的网络化虽可集思广益，

给讨论带来更多空间与参与者，但却不能弥补原始资料基本信息的缺乏; 另一方面，对公众开放的讨

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推进专业研究工作的进展，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大革命图像研究需要对当

时的历史事件、政治人物、社会整体状况和各种象征形象具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对专业学者来说都

需多年积累。
除了林·亨特提到的上述四个图像史自身存在的问题之外，笔者认为尚有两个缺陷需要指出，

它们既呈现出大革命图像的时代特点，又是几乎所有图像资料不可避免的薄弱之处。
第一个问题是，与文字材料相比，图像资料所涉及的内容具有更高程度的选择性。大革命期间

发生了许多政治事件，报纸期刊可能会对大多数事件逐一报道，但是目前留存下来的图像资料显示，

图像制品只对一小部分事件做了集中描绘。在人们被影视作品包围之前的任何时代，留存下来的文

字材料的体量总是远远大于图像材料，所以图像资料所覆盖的内容与传达的信息不可避免地呈现出

“更片面”的局面。例如，大革命时期联盟节以及马拉遭刺杀等，会有大量不同的图像对此进行详细

描绘; 余下的其他事件几乎不在图像中出现，例如革命期间农村地区流传的“大恐慌”。更重要的是，

大革命时期描绘历史事件场景的图像很多时候并不忠于事件，版画作者有时会任意添加事实上根本

不在场的人物，②或者描绘现实中并没有发生的情形。如果把图像看成如实报道当时发生的历史事

件的资料，显然会发生严重错误。研究革命时期的图像，需要对革命时代的事件、人物等具体细节有

基本的知识，才能区分图像中虚实杂糅的信息，从而精确了解哪些是事实，哪些是画家的想象，了解

处理虚实关系背后的动机才是真正解读图像的要诀。就像林·亨特在研究民众图像时指出的，虽然

我们不知道图像作者是谁，即便知道他的姓名，我们也很难了解他绘制某幅作品的真实意图以及这

意愿是否真正来自他本人。但是，以民众事件为主体的众多版画中，可以看到民众被塑造成全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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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图像史研究的兴起、趋势及存在的问题

同的形象; 作者表现手法有时是象征性的，有时是讽刺性的，有时则是现实主义的。因此，对于民众

的描绘，在有意为之和无意之间的张力才是最重要的。①

第二个问题则存在于图像史外部。首先是如何弥合与艺术史的鸿沟。艺术史学家往往否认大

革命时期的印刷图像或者讽刺漫画是艺术作品，更有不少艺术史学家把大革命时期视为艺术史上因

政治动荡与内战而造成的断裂时期。这或许解释了如此体量的革命时期图像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进

入研究范畴的缘由。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则长期埋首于文字材料，忽视了图像资料的存在，即便已有

不少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但其进展与大革命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显然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其

次是如何把图像史与传统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相结合。此前以图像入手研究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遭人诟病之处就在于它局限于“图像到言辞”的闭环之中，忽视了构建这套图像隐喻体系之外的实际

行动世界，“把政治争斗从经济的、社会的变化中孤立出来，未能把大革命自身与革命前中间阶层已

经遭遇的公共身份的问题相联系”。② 这样的批评并非吹毛求疵。林·亨特研究革命时期的服饰图

像文章《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③所采用的证据确实仅限于有关服饰图像本身的材料，

如大卫等设计者对自己的设计理念的阐释以及官方相关公告，而忽视外部局势变化。文化产品或许

确实自有其产生与传播的途径及逻辑，但它们并非在一个与外部事态变化以及现实行动隔绝的环境

之中诞生并运作，研究这些外部环境显然是题中之义。
当然，大革命图像史并不是唯一遭到上述指责的领域，文化史自诞生之日起便背负着脱离社会

现实的怀疑，文化史学家或许在自己的逻辑之内能够自圆其说，但他们的结论并不能让注重传统史

学的同行心悦诚服。例如，孚雷认为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政治话语权的争夺，言辞的重要性在其研究

中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不论是孚雷还是他所借鉴的福柯的理论，都因为缺乏足够有力的社会

或经济层面的史料支撑而饱受质疑。公共领域政治语言的虚幻性与欺骗性已经是无须证明的事实，

那么仅使用公开发表的言语作为研究出发点，而不考虑其诞生的背景，考察言说者的行为与话语之

间的距离，以及追踪言语在现实层面造成的实际影响，并把这些要素与更大背景之下的社会经济现

实相联系，确实带有某种空中楼阁之感。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包括图像史在内的文化史因此而带有无法克服的缺陷。正是这些问题的提出

和讨论，为图像史日后在发挥自身特长的同时弥补原有不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就像彼得·伯克指出

的那样，对于图像研究而言，图像史并不能被心理分析法、结构主义与符号语言学、艺术社会史的研究方

法所取代。④ 因为图像虽然是有关空间的艺术，时间在图像中似乎是凝固的，但是在历史研究致力于缓

解长时段与事件、历史性与共时性之间张力的今天，描绘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图像，尤其是像大革命时期

这种表达群体心态的图像大量存在的情况下，特殊的图像资料恰好是解决上述张力的一个有效途径。
林·亨特之后的文化史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兰德斯、瑞格利等人的研究都已经在尝试更

好地结合图像史与政治史、社会史，同时继续发挥图像史能够摆脱“实在—文化”映射模式的优势。
图像史的路径通过分析群体活动中的图像与言语、表象与思想、象征与行动等一系列社会的、政治

的、文化的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来探究并剖析这背后的动因以及运作机制，因其借用文学、哲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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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心理学、艺术史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从而建立起跨学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因此，跨学科合作是图像史的必由之路，这种合作既可以是实践意义上的，如开展合作项目，共

同撰写专著等; 也可以是理论方法上的，即历史学家从艺术史借鉴艺术分析手法，掌握特定时代惯用

的象征与模式化的表现方式，了解艺术发展自身的演变节奏，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文化产品与社会政

治之间的互动，艺术史学家则可以像历史学家那样不仅分析艺术作品本身，更多地结合时代的思想

脉络、具体的政治形势，把作品的生产与传播放置到更广阔的历史维度去考察。另外，图像史既要借

鉴艺术史的视觉材料分析手法，又要引入传统文字档案作为相互印证的材料。正如安妮·杜帕

( Annie Duprat) 所言，大革命时期的图像就是政治言语，它既是宣传也是武器。对于需要分析的每一

幅图像应描述、定位其中或新或旧的图像元素、图像的内部分析，同时联系当时的文字材料，从中寻

找某一图像场景为何做此安排的可能原因以及那些图像元素的意义所指。① 作为新的史料来源，研

究者对于图像的解读不能局限在单一图像内部，需要像艺术史那样发现其内容与手法以及图像寓意元

素中的传承与演变。同时，依然要重视文字材料的重要性，图像的意义传达有其自身局限性，清晰理解

图像的寓意、产生的背景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离不开文字材料，两类相关材料或互为映证或相互背离，

无论哪种关联都是图像史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理解当时文化与政治之间微妙关系的关键所在。大革

命图像史的活跃与繁荣不仅拓展了革命史研究的范围，而且为该领域中传统的政治、社会课题带来全

新诠释的可能性，能够加深甚至更新我们对于那个时代不同群体的心态与情感、诉求与向往的理解。
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图像资料不能被忽视。因为在当时，与文字材料相比，它们是传播范围更

广、涉及人数更多的宣传方式，它们还能传递时人的情感与情绪，为后世提供解读社会不同群体心态与

整体政治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把关键钥匙，“没有比图像能够提供的更好的通向意识状态的瞬间”。② 漫

画收集者布瓦耶·德尼姆早在两百多年前就提出，漫画的历史就是舆论的历史。但是，如果认为图像

内容或其视觉表现策略的某种倾向性指向当时社会整体心态或某种共识，那显然也是颇为危险的，因

为不同群体的政治立场、情感态度决定了不同的图像宣传策略，图像生产与销售环节的复杂背景加上

作者各不相同的创作手法与表现意图，这些因素无不加剧了视觉表征与其背后动因之间关系的复杂程

度。不过，图像和寓意、象征之间时而牢固、时而游离的状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揭示出了传统政治史、社
会史无法探寻的政治文化及观念之间的关系。“图像的战斗构成了艺术史和观念史上戏剧性的篇章，

这一过程又意味着某些态度和概念的胜利以及另一些的失败，也意味着重要的改变与转化在发

生”。③

( 作者汤晓燕，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邮编: 310058)

( 责任编辑: 董欣洁)

( 责任校对: 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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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d by Trotsky and his Chinese followers was ungrounded. By contrast，Mao Zedong was the best example
an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ase of the people who uphold the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theory.
History has proven that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China can only be completed by Chinese Communists
themselv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Global Origin and Local
Growth / / Zhang Yanguo

A century ago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introduced Marxism into China，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started to unfold. Since then，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d grown into a pillar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t has grown tenaciously and become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the only consensus for Chinese historians in conducting historical research over the course of the one
hundred years，especially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 has spawned a grand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discipline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ts research thu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after the Opening and Ｒeform. One can div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of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into the three
stages: 1)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Ｒevolution，the establishing of the guiding ro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China，2 ) the period of Socialistic Construction，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studying Chinese history，and 3)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since the Opening and
Ｒeform，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for the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ast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s not only heuristic reference for its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but it undoubtedly also has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Historians and the Future / / Jürgen Kocka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notion of time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It points out that historians have always paid ample attention to the three dimensions，past，
present，and futur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lassical era and the Middle Ages，one should recognize that
the awareness of the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in past，present，and future is the decisive factor inductive to
the advent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The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volution from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to today＇s global history，and argues that the future has become a componen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Harkening back at history can predict a variety of futures. At the same time，the expectations of
the future also affect how historians reconstruct the past. Finally，in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of how
historical study should deal with the future，which relates to the function of history，the author admits that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Cicero) has its limitations，yet believing that the idea of“history as a mirror”is
still viable. This is because historical experience helps reflect and search for the possible laws and /or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movement. Historical research can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various
stages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training helps to form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the future．

A Scholarly Ｒeview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Fronti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 / Xue Hui

It is significant for scholars in history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Chinese fronti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for it will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ot only Chinese frontier history，but also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Furthermore，it is also conducive to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the academic system，and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ilding upon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both in Chinese frontier history and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Chinese fronti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rich in content. More measures，however，should be taken to further develop the
sub-discipline，so as to make it a powerful embodiment of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era
reflecting cut-edge developments in historical studies. Therefore，schola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not
only to histor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but also the content and subject of their studies，Moreover，they
need to work on collecting，editing，and digesting research materials as well as to further build up research
teams．

The Ｒise of the Iconographic Studies of the French Ｒevolution and Its Challenges / / Tang Xiaoyan

The French Ｒevolution left an enormous number of images. Since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ors and art historians began collecting and compiling images of the Ｒevo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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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history can ben divided into three important stages based on the sources and natures of these images:
from illustrations in traditional history books，independent collections of images，to specialized image
studies. With the rise of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1980s，images became main research materials for some
historians. In adopting cultural history research methods，the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images has become a
common practice，whose goal is to study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 mentality and emotions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culture during the Ｒevolution. It provides new solution to examining issues such as
the Ｒevolution＇s differentiated appeals to various social groups. However，many challenges in adopting this
research approach remain. Sometimes，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image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is，for example，missing，and one cannot clearly identify the audiences for such research. At
present，historians of revolutionary images strive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mage history
by breaking disciplinary barriers，connecting the history of images to traditional political history or social
history，and sharing online resources．

Dona Torr and British Marxist Historiography / / Chu Qingdong

Dona Torr，as one of the few female historians in the community of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ranslation of classic works of Karl Marx，historical writing of British labour
movement，and communist movements in Great Britain. Although she had a background in linguistics，Dorr
was deeply interested in history，and spent her entire life on writing a biography of Tom Mann who was a
leader of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The biography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Marxist historical monographs，
celebrating the creative activities of common people of Tom Mann ＇s times. In order to develop British
Marxist historiography，Torr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
and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of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such as Christopher Hill and Edward Thompson. Through these efforts，Dona Torr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British Marxist historiography．

Sergei Mikhailovich Soloviev＇s View on Ｒussian History and Its Values / / Guo Dan，Zhou Gonggu

S. M. Soloviev is a Ｒussian historian who liv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e is considered a member
of the“state school”and a“westerner”in Ｒussian historiography. In his twenty-nine volumes of History of
Ｒussia From Earliest Times，Soloviev articulates the following ideas in Ｒussian history: On the issue of
historical origin，geographical factors not only have shared Ｒussian history in the longue durée，but they are
also deep driving forces that construc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Ｒussian ( Eastern) history
and Western European ( Western) history. On the dynamic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the spread of relig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modern times，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is a central them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through which Ｒussia has completed the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and constructed it religious identity. On the issu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rend，
the transition of the clan system based on blood relationship into a state based on political relationship is the
central theme that runs through Ｒussia ＇s past and present，and the convergent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etween Ｒussia and Western Europe. Soloviev criticizes the views on Ｒussian history both by
the Slavophiles and Nikolay Karamzin in Ｒussian historiography，and the latter used to dominate Ｒussian
historical circles at that time. In doing so，he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Ｒuss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his historical writing，Soloviev shows a strong concern of his
contemporaneous society．

A Ｒeview of Ｒesearch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in Mainland China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 /
Xu Liang

In recent years，American historiograph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fluenced
by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ino-U. S. relations，research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s undergone through three distinctive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first stage ( 1920s – 60s) is the initial stage; the second stage ( 1970s – 80s) ，characterized
by ampl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important American historical works，is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the third stage unfolded since the 1990s，and it further the development by offering more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nd rational thinking about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 review of the hundred-year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will help us recognize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in mainland China，and find creative ideas and new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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